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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神话”语源的生成
———检讨“神话”概念中的日本因素∗

赵　新
(北京大学 哲学系,北京100871)

摘　要:日本早期的“东方学”研究对原始儒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,如“圣王传说”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,

此种学术研究为日本明治维新后“脱亚入欧”社会思潮之反映。受此学术意识之影响,中国早期对神话认知成为

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,即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愿。同时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也有

诸多趋同化的表现:如均遵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的传统考据法;共同推重欧洲汉学界惯用的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

传统语文学研究法,而拒斥葛兰言使用的社会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新方法。上述方法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识的梳

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,是一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,而此法对于本身以“神圣性或信仰性”

为精神特质的神话来说,值得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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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古典文献之中,没有“神话”一词的专门

用语,中国人原本是把“神”与“话”分开来说的。
“神”字,甲骨文未见,但其中有“申”字( 铁一六

三·四、 佚三二),汉代学者许慎《说文解字·申

部》说“申,神也”,郭沫若释“申”字,认为像以一线

联结二物之形,而古有重义。杨向奎认为这是正确

的解释,并进一步指出所谓“一线联结二物”就是指

天和人而言,“申”指的是一种媒介物而言。《尔雅

·释诂》云:“申……重也”,正是指人民不能和上帝

直 接 交 涉,必 须 经 过 “申 ”的 一 番 手 续 而

言。[1](R162) 但是目前在甲骨卜辞中“申”字还没有直

接用作天神的例证,实际上古人对天神皆名为帝,
这在占卜中能见到许多,如“今二月帝不令雨”(藏

123,1)、“庚戌卜贞:帝其降堇”(前 3,24,4)等。
“神”字初见于金文,多见于战国以后,《尚书》《诗
经》中均亦有之,但并未多见。就“神”的字义言,
《说文解字·示部》说:“神,天神,引出万物者也。

从示,申声。”又:“祗,地祗,提出万物者也。从示,
氏。”所以神、祗二字,在《说文》中是并列对举的。
分而言之,天神谓之神,而地神谓之祗。合而言之,
则神、祗二字皆可谓之神。徐灏《笺》云:“天地生万

物,物有主者曰神。”又《礼记·祭法》云:“山林、川
谷、丘陵,能出云,为风雨,见怪物,皆曰神。”显然又

是就神祗二字合而诠释的。这样在中国传统的字

书诠释上,天地万物之主宰者,也即谓之“神”。至

于“话”字,《说文解字·言部》说:“話,会合善言也

(按:善言,指贤智之人说的话,可以遗戒后人或著

之竹帛),从言, 声。传曰,告之话言。”而《尔雅·
释诂》所释:“言也”,也即今言“说话”之话。所以

“话”用为动词就是说话,用为名词就是话语。“话”
字与“话本”、“平话”中的“话”字,字义相近,即“故
事”。“神话”二字用字义来解释,简单地说就是创

造万物或各司其职的主宰;而“神话”一词,就是用

语言来传述“神(天神、地袛)”的种种事情,神话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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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是“神的故事”。

一、“神话”的语源

“话”在日本的汉字意思是“故事”,像“民话”,
是指民间故事,可见“神话”一词应该就是“神的故

事”。有学者怀疑“神话”一词是从19世纪末明治

维新时代的日文“Shinwa”借海西渡而来的,“话”
在日本的汉字意思是“故事”,与“物语”意思相近,
至于历史上最早把“神”与“话”合为一个中文词来

使用,马昌仪认为:“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,主要通

过两条途径:间接的通过日本;直接的来自欧洲。
‘神话’和‘比较神话学’这两个词,最早于1903年

出现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(如高山

林次郎的《西洋文明史》,上海文明书局版;白河次

郎、国府种德的《支那文明史》,竞化书局版;高山林

次郎的《世界文明史》,作新社版)中。同年,留日学

生蒋观云在《新民丛报》(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

创办的杂志)上,发表了《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》一
文。”[2](P9)这一说法得到了神话学界的普遍认同。
日本神话学的起步是以1899年3月《中央公论》上
发表高山林次郎论文《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与历

史》为标志的,当时日本神话学的奠基人高木敏雄

正在日本东京大学就读,撰写《素盏鸣尊暴风雨生

神论》,积极参与当时学界就高山林次论文的讨论。
随后高木敏雄一方面广泛地引介西方神话学的理

论流派及观点,另一方面则结合日本、中国神话的

比较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,高木敏雄于1904年发

表《比较神话学》一书,成为日本神话学的奠基之

作,也是东方文化圈中涉及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部

著作。

二、中日神话研究背后的“政治共

识”

日本现代神话学研究起步较早,得西洋风气之

先,并在理论、方法上启发和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,
这些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日本早期的中国神话学

研究属于“东洋史”的研究范畴,而“东洋史”是日本

近代出现的概念。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,
给长期吸收儒家文化的日本汉学界带来极大的刺

激,深感民族危机的日本思想界一些仁人志士开始

反思,为此作为文化概念的“东洋”应运而生。随着

明治维新(1868年始)20多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功

造就日本进入强国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后,日本

知识人的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,渴望创造“历史”的
冲动呼之欲出,以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儒学与近代西

学对日本的“文化殖民”,从而实现“文化独立”。如

此一来,区别于近代“西洋文化”和“西洋史”的日本

“东洋”新 概 念 粉 墨 登 场。哲 学 家 井 上 哲 次 郎

(1855—1944)或许“是维新后第一位正式在学术场

域提出‘东洋’论的学者,‘东洋’是‘西洋’的对语,
意指以中国、印度为主的学问。”仅限于作为“东亚”
和“南亚”的泛称,更多时候则作为“东亚”或“中国”
的专称。“东洋”在近代文明的语境下时常被当作

一面参照标准的镜子,当西方将“东洋”作为他者而

观照自我时,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“东洋观”;当
日本近代史学家将“东洋”作为他者而观照自我时,
同样建立了基于西方思维潜意识下的蔑视“东洋

观”或蔑视“中国观”。日本近代“东洋史”新概念诞

生之初的“东洋”实已成为一种“文化符号”———停

滞、落后、野蛮的象征符号。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形

成后,围绕着东洋史学研究,逐步在东洋史学界形

成了两大学术流派,这就是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

鸟库吉为代表的“东京文献学派”和以京都帝国大

学教授内藤湖南为代表的“京都实证学派”。王孝

廉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当时的学术中心为东京

大学和京都大学,而后来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

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这两个系统。“东京文献学

派”创始人和部分初代成员基于批判精神和学术研

究认为:中国文明处于停滞,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

蔑视观或亚洲文明蔑视观的特性。“东京文献学

派”初期具有的这个特性与同时期兴起的“京都实

证学派”(以内藤湖南史学为代表,桑原骘藏的中国

蔑视观并非该学派的主流)的“亲中观”有所不同,
这是两学派的差异之一。“东京文献学派”创始人

和部分初代成员的中国文化蔑视观或亚洲文明蔑

视观的思想源流,寻根问底,远可追溯到法国“基佐

文明史观”和英国“巴克尔文明史观”,近可在福泽

谕吉的“文明史观”找到源点。以法国文明史家基

佐和英国文明史家巴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文明史学

的“社会科学化”倾向,在19世纪代表了一种国际

潮流,美国的“新史学”流派可视为表现之一,由此

成为当时东亚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史学新知识

的先锋。特别是基佐著《法兰西文明史》和巴克尔

著《英国文明史》,曾引起这一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

家福泽谕吉的极大关注,福泽谕吉受到这类欧洲文

明史学的影响写了日本明治初期影响最大的《文明

论之概略》,书中多次引用基佐和巴克尔著作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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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,其书中第八章“西洋文明的来源”便是“引证法

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”
写成。从而使得欧洲文明史学在日本明治初期的

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。福泽谕吉认为中国人“怯
懦卑屈”和“中国半开化”的中国蔑视观,显然源于

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史观。名古屋大学名誉

教授安川寿之辅通过对福泽谕吉的深入研究后得

出结论道:“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侵略亚洲思想和

亚洲蔑视观的最大创案人之一。”福泽谕吉的学生

那珂通世吸收为师的文明史观后通过对支那史学

研究得出的结论是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;那珂通世的

学生白鸟库吉接受为师的停滞论后通过运用实证

主义手法对蒙古“天”观念的起源研究得出的是“中
国文化保守落后论”;白鸟库吉的高徒津田左右吉

通过对中日文化对比研究和批判得出的结论是“东
洋文化抹杀论”①。

故此可以说,日本早期的中国神话学研究是相

随日本积极开展明治维新的步伐,在政治和文化上

“脱亚入欧”的思想大旗下进行的一种学术研究。
日本学者开始主张用西学的新泉源新方法替代一

脉相承的传统儒学研究,逐渐逸出了对儒家尊奉的

道路,特别对原始儒家的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如

“圣王传说”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。就目前

所知最早的一篇论文是井上圆了1882年(明治十

五年年)发表于《东洋学艺杂志》上的《论尧舜是孔

孟之徒所创造的圣人》。1882—1904年间,日本学

界有多篇(部)相关论著问世,如《周易起源的传说》
(赤松谦淳,1886)、《尧舜》和《续尧舜》(清野勉,

1894)、《五帝论》(中村德五郎,1898)、《比较神话

学》(高木敏雄,1904)等,这些著作都对中国可靠的

古史提出了巨大的疑问。尤其等到日本中国神话

研究的真正开拓者白鸟库吉问鼎学界,更以一种全

新的历史观念考察神话,全面洗涤儒家的旧尘。

1909年,白鸟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《支那古

传说之研究》的演说,对中国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

提出质疑,他发表《中国古代传说研究》一文,他认

为尧、舜、禹是根据后出的天地人三才观念虚拟出

来的神话人物:《尧典》专叙天文历日之事,《舜典》
将关于政治、巡狩、祭祀等,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,
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,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,为
舜之特性。至于禹,则治洪水,定禹域为关于地之

事迹,主张尧代表属于天的天下为公价值观、舜代

表属于人的孝顺价值、禹代表属于地的勤劳价值;
进而主张天人地是儒家思想的三个支柱,象征着三

种美德。而从儒家出现的时间上可以推断尧、舜、
禹为春秋战国儒家诞生后的产物,儒家虚构尧舜禹

的目的是为宣扬儒家价值。由此通过对虚构史料

批判来抹杀“尧舜禹”。尽管白鸟论文的论证细节

上不如后来中国学者顾颉刚关于此点的论证精密,
但祖鞭先着而领中日古史辨先声的荜路之功不可

否也②。尧舜禹抹杀论对日本儒学“法先王”基本

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,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,
成功地破坏了日本汉学家历来以尧舜禹作为中国

文明核心而信奉的道德宗教权威形象,使得儒教成

为可以由外而内看待且能加以批判的对象,不再是

原来汉学那种中日不可分割的修身内涵。尧舜禹

抹杀论的发表,一方面“表现了白鸟在情感上排拒

中国的企图”,并为否定汉文化做了最初的铺垫;二
方面反映出当时日本急于树立自己在亚洲的“威
信”而对“东洋”重新认识和界定的时势需要。

再把目光转向大约同时期晚清的学术风云之

中,此时清季的今文家为变法改制,采取极端的“尊
孔卫道”态度,甚至不惜“强古人以就我”,借托儒家

的经典并对儒家经书做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

新解释,比如廖平著《知圣篇》与《辟刘篇》、康有为

著《新学伪经考》与《孔子改制考》等皆是如此。值

得注意的是清季今文家采取的“尊孔卫道”态度与

同时期日本学者的“反孔”立场大相径庭,但是这些

人的“强古人以就我”的工作本意在于“尊孔卫道”
反而大开后世“疑古辨伪”之门③。时隔不久,1919
年2月,胡适半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开始“截断众

流”,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
周公,挥舞强有力的亚历山大之剑从老子、孔子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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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去,抛舍前面的先秦神话传说和许多可信的材

料,如此果敢的行为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喝

彩。到了1923年,顾颉刚发表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

史书》,抛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说,指出中国

的传统古史系统都是后人一层一层的加上去伪造

出来的,他认为:“周代的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大

禹,到孔子时有尧,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,到秦有三

皇,到汉以后有盘古”、“时代愈后,知道的古史愈

前,文献典籍愈无徵,知道的古史愈多。汲黯说‘譬
如积薪后来居上’,这是古史很好的譬如”①。遍疑

诸经和先秦典籍,更对古史人物如大禹是否具有神

性提出疑问,认为“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”。
古史上的尧舜,原是“无是公”、“乌有先生”[3](P81) 。
再以中国早期学者及民众接受井上圆了所著《妖怪

学》一书为例,此书是作者从德国留学归来后,在

1891年创立“哲学馆妖怪学研究会”时用西方哲学

观点撰写的一部提倡科学、消除迷信的启蒙哲学读

物。“鬼博士”谈这些“不可思议”的妖怪之说,目的

是为了本于学术之道理,增进国民之福利,所谓“以
其心中之迷云,隐智日之光,不去其迷心,则道德革

新之功实无可期”[4]。这样的意见完全“符合”清末

民初不断追求新知、以救国为目的“翻译潮”之思

想。因此,此种神话学思想传播进入中国后,很快

地进入了这个“救亡图存”的场域。中国早期神话

研究者对神话认知也成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。
当然在此阶段,中国的神话研究主要是从属于古史

研究,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

愿,例如蒋观云(1866—1929)借用神话来“改革、教
化国人民心”[2](P18);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顾颉刚

开展“古史辨”研究所表达的隐微的政治心态,顾颉

刚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会衰败,原因是由于“汉以

后的君主专制和儒家垄断”②,于是作为体现这种

精神的代表———儒家经典便成为顾颉刚的箭靶子。
他认为汉代思想和文化是伪造“神话”的总根源,对
《诗经》训解中的“政典”意味极其反感,如“古史辨”
运动一开始即向远古的先贤圣君举起了锋利的解

剖刀。《古史辨》对传统史学展开的猛烈进攻,摧毁

了旧的古史体系,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

“民主、科学”精神相一致。1931年12月27日,顾
颉刚在信中表白如下心迹:“在今日之时势中出《古
史辨》,恐将为人所笑。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

想,即不能改变旧生活,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。我

编此书之宗旨,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

识,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,欲
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。”[5](P593)

因此,《古史辨》派为过强的政治信念和大胆的“学
术假设”使然,给中国学术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也

是不容忽视的。古帝王受到否定,古史系统也遭到

了彻底破坏,这不仅使考察古史的人为之“四顾茫

然”[6],直到现在的中国通史著作或历史教科书出

现双轨的现象:大约都是在第一节叙述考古发掘的

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;第二节又叙述古史传说

中的三皇五帝,至夏商周以下,才有了一贯的系统。
疑古论者将儒家盛赞的尧舜禹从历史传说驱逐到

鬼神世界却使中国史前史变成一片空白。三代历

史长达数千百年,中国人在这漫长时间内所建立的

社会,形成的国家,创造的文化,都落入了朦胧的虚

无之中。远古传统时间已被“层累造成说”真空

化了。

三、中日神话研究背后的“学术共

鸣”

中日早期神话研究在治学方法和学术取向上

也有着惊人的相似。“东京文献学派”早期成员受

到西方近代实证主义“兰克学派”的重要影响。实

证主义史学创始人兰克注重考实,强调通过史料考

订核证,以求历史的真实,同时还不失对普遍理念

的执著追求。使得身为“兰克学派”嫡传弟子的白

鸟库吉及其门生一走上东洋史的学术研究道路时,
便具有了明确的实证求真精神。在“东洋史”的研

究中,“东京文献学派”注重文献收集,强调客观的

事实,注重文献考证,崇尚“文本主义”或“文献主

义”。早期的日本汉学家都是对中国古籍钻研很深

而且治学很广的学者,在治学方法上遵从文字、音
韵、训诂的传统考据法,受到大多数的日本学者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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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“层累说”的正式表述是在民国十二年(1923年)二月二十五日的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,而其萌芽及类似的表

述则多见于此前的书信之中。见:顾颉刚.古史辨:第1册[M].海口: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,第7页。前揭页相似的说法,
见29页、35页、64页等。

顾先生认为:“……战国时,我国的文化固然为了许多民族的新的结合而非常壮健,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的专制

和儒教的垄断,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”。见:顾颉刚.古史辨:第1册[M].海口: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。



中国学者的追捧,这也包括“古史辨”派的实践操

作,这都曾经甚至是目前还一直在使用的研究方

法,这种考据法的优点是利用中国文字的特色,特
别是一字多义、语音上的互通以及字义上的假借的

这套系统,去考释古文献。但是优点也正是其缺失

之处,如精通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神话研究大家丁

山先生考证女娲的身份,得出如下结论:“这位开天

辟地孕毓人类的女神,在先秦以前的记载里,忽为

舜妃,忽为禹妃,忽为炎帝少女,忽为炎帝母亲,忽
为吴回之母,忽为老童之妻,这还不离其宗,知道女

娲本是女性;等到蟜极、蟜牛名词现,她就化身为男

子了。”[7]杰克·彼得反思这种研究方法:“文词的

残缺不全所造成的困难,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特性

所决定的语言学上的困难而大大加深。……文献

A中的象形文字 X,在文献B中,看起来像是象形

文字 Y,而 Y在文献 C中看起来又像是象形文字

Z,那么 Y和Z可以互相替代。许多中国学者用这

种寻求方法,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。但

同时,这种方法的滥用,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

靠的结论。”[8]日本学者池田末利晚年也反省这套

研究方法,他认为:“用并不明确的古代字音,过分

容易地用假借和互通的方法去看问题,是危险而应

该反省和自戒的。”[9]

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的趋同化倾向,还
表现在对当时称霸欧洲汉学界的以伯希和(Paul
Pelliot)为首的巴黎 学 派 和 以 高 本 汉 (Bernhard
Karlgren)为首的瑞典学派的共同推重上。欧洲汉

学界惯用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法,
颇受日本学界推崇,更令中国学者神往,如1928年

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,所颁布的

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声明设所的目的就

是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①。而

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属异类突起但成果丰硕的葛兰

言(MarcelGranet)立志对正统的语文学方法纠

偏,而采用一种宏阔的社会学与历史思维结合起来

的方法,这无疑是一株充满生机的思想种子。在上

古神话传说或上古史研究缺乏可靠文献支撑的情

况下,社会学方法和人类学实较传统语文学有优长

之处,能为上古文化研究提供较大的回旋空间和弥

补余地,也可以说葛兰言的研究方法能为研究中国

古代神话传说与早期宗教思想开拓无限的可能性。
但是当时的中国学界囿于既定的研究模式,缺乏对

新生事物的敏锐力,致使葛兰言的研究方法在中国

学界的接受命运坎坷不平,遭到以丁文江为首的绝

大多数学者从人文地理到古史研究上的质疑,日本

学者也基本如此②。尽管东方学者之中也有人为

之辩护,但均被时流所淹没。在这种学术气氛下,
我们就看到顾颉刚对巴黎学派正统门人马伯乐

(HenriMaspero)所著《〈书经〉里的神话和传说》③

一书赞誉有加了。其实,根据李春青的分析,中日

早期神话(古史)研究所实践的这种传统语文学或

训诂治史的研究方法,是受一种内在的认知方式的

规引,也就是那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

主义态度在暗地里驱使,他们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

识的梳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。但是经过当代学人

的研究,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洗礼,证实若

按上述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无疑是走进了一排排

深不见底的黑暗的死胡同。不仅如此,李春青指出

这种研究方法最大的弊端是忽视对历史或文本本

身的意义和价值的建构与阐扬上。[10]在我们看来,
中日早期学者所鼓倡的“资料主义式”的研究做法,
对于本身以“神圣性或信仰性”为构筑特质的神话

传说来说,尤其方圆凿枘。在上古史中,特别是在

神话传说中,许多文化现象是神话优于事实,信仰

优于事实,当学者们采用实证主义的态度拼命地想

去搞个“水清米白”,无疑是痴人说梦。英国学者劳

埃德曾举霍布斯思考“上帝是三而一”的例证,对神

话的思考极具启发性:
开始霍布斯对这个问题流露出相当

的迷惑,然后提出三位一体的意思也许是

指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者每一位都是同一

个人的表现……不,神学家们坚持说,上

帝不是有三种表现的同一个人,而是三个

人———三个人但仍旧是一个人。事实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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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史语所筹备处最后一则口号:“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!”见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,第

1本第1分,1928年,第10页。
何炳棣曾谈到丁文江批判葛兰言的《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》中所描述的郁郁葱葱、池沼密布的黄土高原与平原,丁

氏认为黄土高原其实是长期的半干旱的情况下形成的。这篇极重要的书评对何炳棣日后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影响甚为深

巨。可见丁文江的批判影响至深。参见:何炳棣.读史阅世六十年[M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126页。
此书序言是顾颉刚所作。



在某些情形下,悖论不是拿来解决的,而

是拿来坚持的:例如,它能够强调谈论上

帝的那种非常特殊的性质。[11]

也就是说对各种不同的悖论和明显的非理性

行为的模式,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多样性和信仰

性。比如古人相信灵魂不灭,死亡常被视为新生的

开始,以为死与生有如一环的两端,循环不尽,没有

什么值得悲哀的,甚至有时还认为是可喜的情况。
因为通过死亡,可以用老弱之躯换来一个新生的身

体与生命。也许对于远古有神话信仰的人来说,坟
墓是更光明的未知世界里更好更幸福的生活的开

端。所以中国远古有把老人打死以便其超生的习

俗,如杀死老人的习俗见于甲骨文“微”字的字形

“ ”[12]。《庄子·至乐》记载“庄子妻死,鼓盆而

歌”的故事,庄子认为生与死是一种回归,本来没有

生命,是杂草等物体衍生出了元气,而元气又化成

形体,这样才成了一个生命。这就跟四季更迭一

样,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庄子把存亡视为一体,实
际上也是承认生死的连续性而解除了对生死观念

的执著,从而安于自然之化。从某一方面说,庄子

受到神话思想的启发,是很顺理成章的。《山海

经·海外北经》说:“夸父与日逐走……未至,道渴

而死,弃其杖,化为邓林”,有学者认为夸父追日出

自先民渴望认知太阳东起西落的关心真谛之企

求。[13]但是神话中又提到其杖化成桃林,或许可以

看成是古人在灵魂中的、在社会整体内用持续不断

的“重复出生”的信念去克服不间断的死亡。[14]同

理,女娃托体精卫与盘古化身万物等也可作如是

观。古代中国把文字创造的知识产权,归于黄帝之

史仓颉。从汉代石刻所绘的仓颉像来看,仓颉有四

只眼睛,《春秋演孔图》云:“仓颉四目,是为并明。”
印度耆那教经典也谈到四眼佬,证实纬书上所说没

有夸张之处。作为一位圣人,要具有耳目比人聪明

的特异功能,中外的传说正是一样的。
又如先秦儒家如孟子、荀子和墨家,皆认为自

原始社会以后有一圣王制作之理想社会,而后渐渐

沦丧,故此树立了尧、舜、禹、伊尹等圣王贤相与桀

纣等暴君佞臣,这两极的政治道德典型,在这样的

态度下,往往是先肯定先王之德,再推论由此德行

之事当如何,而在肯定先王之德,也就是建立“理”

的过程中,亦即是以己之说附于古圣王之身,而又

讬古圣王之事以证成己说。这样的“理”确立以后

就居于最高地位,而“事”就依之而定,凡违背此

“理”者,则非事实,也就是说事情的真实性本身不

具独立地位①,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《孟子·尽心

下》载:孟子曰:“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。吾于武成,
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,以至仁伐至不

仁,而何其血之流杵也?”按孟子的理路:周武王是

仁者之流,殷纣王为不仁者,仁者无敌,武王伐纣,
殷军不可能拼死厮杀,以至血流漂杵。然而就战争

的残酷性与现实性而言,孟子有以价值判断完全代

替了事实的真伪判断之嫌。孟子“于武成,取二三

策而已矣,”或许仅取迎合自己的价值理念者,以
“想当然”的心态遮蔽了历史事件的真伪问题了。
这样以来,若我们以“史”求真求实的真伪判断来核

实孟子所用的传说故事,就有很大问题了。用现在

的俗话说,“古史辨”派旨在学术上“打假”,搞神话

传说是卖力“打鬼”,翻古人的旧账可以,但是其丑

诋和轻蔑古人的心态实不可取。多年以来,上述研

究方法及学术态度也在中国学界有了更多反思的

声音。如当时的张荫麟撰文指出其使用默证的方

法。[3](P199)著名上古史专家王仲孚检讨顾颉刚的这

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于把史籍著成的时代,作为史事

发生的时代,因此才会不管某书著作之目的与时代

背景如何,凡是某一时代的著作中,未曾记载的事,
就当做是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事情。而对古代文

献,由于写定的时间较晚,因此也多认为出于后人

的作伪,不足凭信,疑古之甚,至谓东周以前无

史。[15]认为春秋以前的文献没有关于尧舜的记载,
因而否定春秋以前尧舜的存在,实难免犯了大错,
清代毛奇龄说得好:“古事不记事始,今人但以书之

所见,便为权舆,此最不通,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无骑

字,遂谓古人不骑马,骑是战国以后事。然则六经

无髯字,将谓汉以后人始生髯?”[16]

另外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,如中国神话的构

成、神话与历史的关系、神话人物考辨、神话的文化

内涵、上古神话过早消亡的原因等,一直为中日学

者所共同关注。他们有时各自独立研究,却得出相

似相近的结论。同时以顾颉刚、杨宽为代表的“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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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:王健文.战国诸子的古圣王传说及其思想史意义[M].台北: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,1987年版。如王健文解释

诸子对三代“禅让说”的看法均坚持“理”在“事”先的看法,故此对“禅让说”是否存在各说各话,即使同一部子书如《荀子》等

对“禅让说”的解释也有前后文相互矛盾的一方面。



史辨”派关于神话研究的成果,对日本学界也影响

甚巨。总之,在中日早期神话研究的学术现代性进

程中,学者们相互依倚与交相互摄,其开创基业之

艰辛和业绩之辉煌均令人感佩,但是其自身研究所

存在的某些先天不足之处更是值得今天加以深入

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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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paneseFactorontheEtymologyofMyth:Reviewof“PoliticalConsensus”
oftheEarlySino-JapaneseScholarsofLegendsResearch

ZHAOXin
(DepartmentofPhilosophy,PekingUniversity,Beijing100871,China)

Abstract:TheclarificationontheconceptofmythisakeyquestioninthestudyoftheChinesemythsand
legends.Thestudyonthesourceofthe“myth”etymology,whichnotonlybebeneficialtoconcretely
showthespecifichistoricalcontextoftheearlyChinesemythologystudies,butalsobehelpfultoreview
howtheyborrowideologicalresources,howtobuildtheirownresearchmethodsandacademicstyleand
otherissues.Thegenerationofthe“myth”etymologycontainstheSino-Japanesescholarsofpolitical
consensusandmethodofresonance.ReflectingonJapanesefactorofChinesemythsandlegendsofmod-
ernprocesses,theprosandconsofacademicisworthytobeconsideredagain.
Keywords:myth;Japanesefactor;discernmentofancienthistory;distinguishingtheancientandthefak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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